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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東亞的民主化模式

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在

對第三波民主化進行研究時指出，

從威權政體向民主政體的轉型可以

通過三種模式來實現：第一是變革

（transformation），即執政的精英領頭

實現民主，威權體制下的掌權者在

結束威權政權、推進民主的過程中

扮演決定性的角色；第二是置換

（replacement），即反對派團體領頭實

現民主，威權政體垮台或被推翻，這

主要是因為政權內的改革派太弱或根

本不存在，體制內的保守派堅決反對

政治上的任何變革，只能由民主的反

對派通過強力手段實現民主；第三是

移轉（transplacement），即政府內部的

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間力量均衡，反對

派中的溫和派足以壓倒反對派中的激

進派，因此政府與反對派中的某些

力量有可能聯合起來採取行動實現

民主1。

在這三種典型的民主化模式之

中，變革模式經歷的時間最久，整體

上平和，主要採取政策調整和談判的

策略，對社會經濟發展的負面影響較

小，為構建民主政治付出的代價最

小；置換模式經歷的時間最短，但整

個過程衝突、震蕩不斷，主要採取暴

力反抗和鎮壓的手段，對社會經濟發

展的負面影響大，代價也最大；移轉

模式經歷的時間比變革模式要短，但

是其過程同樣充滿了動蕩和衝突，採

取暴力鬥爭與談判相結合的策略，對

社會經濟發展的負面影響居中，代價

也居中。

從1980年代起，在經濟上創造了

「東亞奇à」的幾個東亞威權主義國家

和地區，相繼開始了民主化轉型。到

2004年，台灣、韓國、菲律賓、印度

尼西亞等四個東亞國家和地區先後完

成了民主化轉型。以亨廷頓的三種民

主化模式審視，東亞民主化轉型採取

了不同的模式。其中，台灣地區以變

革模式實現了民主化轉型：國民黨內

部的改革派精英從1986年開始對威權

體制進行改革，以談判協商和政策調

整的方式自始至終控制&民主化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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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韓國以移轉模式完成了民主化轉

型：其軍事威權統治者起初不願意進

行民主化改革，但是在反對派和社會

公眾的強大壓力下不得不步步退讓；

從1985年開始，雙方反覆進行拉鋸鬥

爭、談判協商，到1992年終於完成了

民主化轉型。菲律賓和印尼的情況十

分相似，它們均是以置換模式構建了

新的民主政體：軟弱的獨裁者馬科斯

（Ferdinand Marcos）和蘇哈托（Suharto）

都不願意主動放棄威權統治、進行民

主改革；但是兩國的民主反對派和社

會公眾的反抗力量非常強大，通過自

下而上的武力抗議與鬥爭最終推翻了

威權統治，實現了威權政體的民主化

轉型。

台灣、韓國、菲律賓和印尼在地

理位置上都瀕臨太平洋，經濟上均屬

於新興後發展工業化國家，文化上大

多受儒家文化影響，民眾具有相似的

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政治體制均屬

於官僚威權主義政體，發生民主化轉

型的時間均在1980年代末（印尼的轉

型時間略晚，而且其與菲律賓情況十

分近似，因此下文將省略對它的具體

分析）。這些國家與地區擁有如此多

共同點，為甚麼卻選擇了差異如此大

的民主化道路呢？

摩爾（Barrington Moore）在解釋

英、法、美、日、德、中、俄等近代

主要國家為甚麼會以民主、共產主義

和法西斯主義等不同的政治路徑通向

現代化時指出，各個國家階級關係和

社會結構的差異是其現代化路徑不同

的主要原因——資產階級強大並佔統

治地位的國家通常選擇現代化的民主

道路，而地主階級和農民佔主導地

位的國家更可能選擇共產主義或法西

斯道路2。歷史制度主義（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和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理論則指出，過去的制

度結構總是對當下的制度變遷產生限

制與影響；林茲（Juan Linz）和斯特潘

（Alfred Stephan）據此認為不同國家和

地區選擇不同的民主化模式與它們之

前的政治制度有關，前政治體制的差

異導致了通向民主政治的不同道路3。

毫無疑問，民主化轉型之前的宏

觀社會、政治、經濟結構會對民主化

的道路選擇產生影響；然而，影響民

主化模式選擇的更為根本與核心的因

素，卻是各個國家與地區發展戰略的

差異。不同的發展戰略不僅產生了不

同的宏觀結構，而且對民主化進程中

的力量對比造成直接的影響，塑造了

不同的民主化模式。台灣、韓國、菲

律賓三地民主化模式的不同，從根本

上講，是由不同的社會經濟發展戰略

所導致的，特別是在土地改革、工業

化與社會保障方面的發展戰略差異，

致使它們選擇了不同的民主化道路。

二　土地改革戰略與東亞
民主化模式選擇

土地是歷史上諸多政治鬥爭的根

源；近代以來，土地分配和使用狀況

更被認為是決定政治體制的重要因

素。摩爾相當有說服力地指出，大土

地所有制與土地貴族階級的存在，堵

塞了一些地方通向現代社會的自由民

主道路，但卻打開了法西斯主義的大

門4。另有學者的經驗考察表明，土

地分配的不平等嚴重阻礙了民主政治

的產生而有利於專制統治的發展5。

而從經濟發展角度看，土地產權能否

影響民主化模式選擇

更為根本與核心的因

素，是各個國家與地

區發展戰略的差異。

不同的發展戰略不僅

產生不同的宏觀結

構，而且對民主化進

程中的力量對比造成

直接的影響，塑造不

同的民主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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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交易並資本化，還是工業化和經

濟發展的重要決定因素。東亞各個國

家和地區在民主化轉型以前的土地改

革戰略及其實施結果存在&巨大的差

異，這對其各自採取的民主化模式產

生了重要影響。

台灣長期以來的土地制度都是租

佃制。1949年國民黨政府退守台灣之

後開始分三個階段實施土地改革：第

一階段的土改從1949年開始，主要內

容是實施「三七五減租」計劃，規定佃

農租種土地的地租以實物計算不能超

過正產物年收穫量的37.5%；第二階

段從1951年開始，主要內容是政府以

低價向無地農民或佃農出售公地，大

約有十五萬農民家庭從中受益；第三

階段從1953年開始，主要內容是政府

強制收購地主超過三甲的土地轉而以

低價賣給佃農或無地、少地的農民，

以最終實現「耕者有其田」6。台灣土

改政策的有效實施徹底改變了所有權

集中而效率不高的租佃制，使絕大多

數農民獲得了土地，實現了土地在農

民手中的平等分配。整體上看，台灣

的土改政策提高了農業的生產率、推

動了經濟發展、改變了農村的社會生

態、消滅了地主階級、培養壯大了資

產階級（大地主通過出賣土地很快蛻變

為資產階級），以及增強了農民對國

民黨威權統治的支持7。

具體到對民主化道路的影響而

言，土地的平等分配增加了台灣經濟的

平等程度（台灣與東亞其他國家和地區

相比更平等的主要原因，就在於其早

期的土改政策，下詳），減少了民主化

過程中因為不公而產生的暴力對抗行

為；大地主的消滅削弱了威權體制內

強硬派的力量及其可能採取的暴力鎮

壓行動；國民黨控制力量的增強（通過

土改贏得了對農村和農民的控制）為

其控制民主變革進程奠定了基礎。

1970年代末台灣進行了第二次土

改，主要內容是實施「農地重劃」、農

地委託合作經營等措施，推進農地經

營規模化，也鼓勵小農離農轉業、支

持農地經營科技化，以增加農民的收

入8。此次土改使台灣的農民在工業

化不斷發展的背景下，仍然能夠獲得

良好的收益，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

從而增強了農民在即將到來的民主化

進程中對國民黨威權政府的支持。兩

次土改政策均在關鍵時期加強了國民

黨威權統治者的政治控制能力，削弱

了反對派的政治動員能力，改變了台

灣民主化進程中的政治力量對比，成

為後來台灣能夠以變革模式完成民主

化轉型的重要原因。

韓國1945年前的土地制度也是租

佃制，1946年之後在美國的支持下開

始實施土地改革。最初的土改政策由

兩部分組成：一是美國軍事政府降低

並固定地租、向農民出售日本殖民政

府佔領的公地；二是私營企業把政府

公地出售給佃農或無地農民。之後，

韓國政府成立了專門的機構負責土

改、向農民出售公地，並迫使地主向

農民出售土地。但是，因為土地出售

價格過高、地主階級反對，以及朝鮮

戰爭造成的國內局勢動蕩不安，韓國

的土改儘管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

「耕者有其田」的目標並沒有得到實

現——至1965年，韓國仍然有將近30%

的農民家庭不屬於自耕農，沒有或只

有少量屬於自己的土地9。

土改戰略未能完全成功對韓國的

政治經濟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首

先，土地未能平等分配對後來韓國的

經濟平等程度產生了負面影響，成為

台灣的兩次土改政策

均在關鍵時期加強了

國民黨威權統治者的

政治控制能力，削弱

了反對派的政治動員

能力，改變了台灣民

主化進程中的政治力

量對比，使台灣後來

能夠以變革模式完成

民主化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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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由此也增加了韓國民主化進程中

的暴力程度。其次，得到土地的農民

因為要支付較高的贖買價格，其收入

在最初的幾年並沒有得到增加；整個

農民階層對威權政府的支持沒有顯著

增加，政府對社會的控制能力沒有加

強，政府之後主導民主化變革的可能

性也隨之降低。再者，沒有土地的農

民在工業化進程中流亡到城市，成為

無產階級，對政府的長期不滿激化了

他們在民主化進程中的暴力反抗行

為。最後，韓國的地主階級並沒有被

消滅，儘管其身份在後來的工業化中

演變為資產階級，但其與土地的密切

關係和保守性使他們成為阻礙民主化

和民主改革的力量。因此，韓國不盡

成功的土改政策對政治力量對比的塑

造（農民、工人沒有被爭取到威權統

治者一邊）成為韓國後來以移轉模式

實行民主化的一個重要根源。

菲律賓在民主化之前曾三次試圖

改變其土地制度bk。1955年，馬克賽

賽（Ramon Magsaysay）政府頒布了新

的《土地改革法》，規定由政府徵購超

過300公頃的私人土地和超過600公頃

的公司土地轉賣給佃農；由於改革方

案允許地主保留的土地面積過大，地

主也百般阻撓，這次土改幾乎沒有

取得甚麼成效。1963年，馬卡帕加爾

（Diosdado Macapagal）政府再次頒布

了新的《農業土地改革法》，規定由政

府徵購地主超過75公頃的土地轉賣給

佃農；然而，由於該法案同時規定屬

於地主大規模和機械化經營的土地，

以及宗教、教育與慈善機構的土地不

在徵購之列，結果地主利用政策漏洞

阻擾土改，大部分佃農仍未能獲得土

地。1972年，馬科斯政府發起了第三

次土改，規定地主保留的土地最多不

能超過7公頃，佃農向地主分期贖買

土地；此次土改經過十年，到1981年

底的時候，也僅有3%的佃農獲得了土

地。

菲律賓的土地改革與韓國相比更

加失敗，土地分配和使用狀況基本沒

有改變，這對菲律賓的民主化模式選

擇產生了嚴重的負面影響。第一，土

改的連續失敗激化了農民長久以來的

不滿，農村的反叛運動持續不斷，菲

律賓共產黨對馬科斯政府的軍事武裝

鬥爭也獲得更為肥沃的成長土壤；這

成為之後菲律賓民主化進程中暴力鬥

爭嚴重的原因。第二，土地分配不公

加劇了菲律賓的經濟不平等狀況和利

益衝突，惡化了精英與社會大眾之間

的關係，為民主化進程中的激烈鬥爭

和不妥協埋下了種子。第三，大地主

階級繼續存在，成為菲律賓民主發展

的重要阻礙力量，直至馬科斯政權被

東亞各國的經驗表

明，通常成功實現了

均分土地的土改政策

會使廣大的農民增加

對威權統治體制的支

持，增強威權統治者

的控制力，同時會削

弱地主階級的政治影

響力，為後來的民主

化消除潛在的威脅。

阿基諾在1986年就任菲律賓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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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翻，阿基諾（Corazon Aquino）政府

的民主化改革運動仍然受到他們的阻

擾。第四，失敗的土改政策阻礙了菲

律賓生產效率和經濟水平的提高，進

而對菲律賓的民主化道路產生間接的

負面影響。與台灣、韓國相比，菲律

賓更為失敗的土地政策是其在民主化

進程中付出更大代價的重要原因。

威權體制下土改戰略的一個重要

政治後果，在於它能通過土地的分配

改變已有的政治力量對比。東亞各國

的經驗表明，通常成功實現了均分土

地的土改政策會使廣大的農民增加對

威權統治體制的支持，增強威權統治

者的控制力，同時會削弱地主階級的

政治影響力，為後來的民主化消除潛

在的威脅。相反，未能實現均分土地

的土改政策往往增強農民等廣大公眾

對威權體制的反對，削弱威權統治者

的控制力，亦會強化地主階級在之後

民主化進程的影響力（主要是阻礙民

主化進程）。正因為如此，東亞各個

國家和地區不同的土改戰略及其實施

結果，對它們後來的民主化模式產生

了重要的影響。

三　工業化戰略與東亞
　民主化模式選擇

工業化戰略對現代社會的發展具

有決定性意義。不同的工業化戰略會

導致不同的工業化水平。工業化水平

的差異進而會導致社會政治發展的差

異，即工業化戰略通過對社會經濟宏

觀結構的塑造，間接地對社會政治發

展（包括民主化模式）發生影響，具體

表現為對社會結構、政治力量及其關

係對比的塑造，對社會階層、政治力

量與政治行為的影響。譬如，政府的

工業化戰略如果嚴重依賴大企業和大

資產階級，大資產階級就會具有更為

重要的政治影響力，政府的自主性和

政治能力會受到相應的損害；發展大

企業和重工業的集中工業化戰略還往

往會形成工人在組織和空間上的聚

集，為工人階級的政治運動提供肥沃

的土壤。

反之，注重中小企業和分散化輕

工業的工業化戰略不會令大資產階級

積聚過度的政治影響力、損害政府的

自主性和控制力，工人也會因為空間

上和組織上的分散較難從事大規模有

組織的鬥爭。工業化戰略對中產階級

培育的不同、對農業和農民安排的差

異，亦會影響到他們各自的政治態度

和政治行為。正是因為工業化戰略會

導致相應的政治後果，所以東亞各個

威權國家與地區不同的民主化道路背

後肯定都有工業化戰略差異的根源。

台灣民主化前的工業化發展經歷

了進口替代和出口導向兩個階段。在

進口替代階段，台灣政府堅持兩大政

策：一是政府保護和資助的重點是農

業，通過對農業的資金援助和政策扶

持使農業獲利以資助工業；二是將保

護和資助有計劃地延伸到選定的輕工

業。在進口替代工業化走到極限時，

台灣轉向了出口導向。台灣的出口導

向戰略有三個特徵：一、政府重視對

民營資本發展的扶助和支持，同時通

過財政刺激的方式推動所有工業企業

的發展；二、採取吸納國外直接投資

的方式填補國內投資與儲蓄的差額；

三、&重發展分散化的輕工業和中小

企業bl。

台灣的工業化戰略選擇在促進經

濟發展的同時，在三方面產生了有利

工業化戰略通過對社

會經濟宏觀結構的塑

造，間接地對社會政

治發展（包括民主化

模式）發生影響，具

體表現為對社會結

構、政治力量及其關

係對比的塑造，對社

會階層、政治力量與

政治行為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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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其一，早期進口替代工業化對農

業發展的重視和同時期土地改革政策

的執行，共同完成了對農民的去政治

化，農民在經濟上獲得滿足之後很少

再提出政治上的要求；農業的發展和

土地的存在還為在工業領域發展不滿

意的工人提供了回流農業和農村的空

間，削弱了產業工人在民主化進程中

出現激進行為的動力。

其二，台灣威權政府在出口導向

工業化階段以財政刺激和吸納外資的

方式推動工業化發展，避免了政府與

資產階級和大企業主之間複雜的相互

依賴關係，保持了威權政府的相對獨

立性，增加了政治精英控制民主改革

範圍和速度的能力bm。

其三，小企業和輕工業的發展，

增加了工人組織鬥爭在空間上的難

度——台灣的小企業分布在全島各

地，因此在小企業中對工作不滿的工

人更希望創建他們自己的小公司，而

不是選擇組織起來鬥爭。此外，發展

輕工業還使技能低、服務期短的未婚

女工佔勞動力大軍的相當大部分；分

布在農村地區的小企業也鼓勵農村男

女青年在工廠中當季節工和短期工以

補充農業收入，如此一來，工人的高

度流動性和多種選擇的可能性弱化了

他們進行政治鬥爭、捍$利益的動

機bn。台灣的工業化戰略正是通過這

樣的方式在農民、工人、資產階級和

威權政府之間塑造了有利於民主化變

革的政治關係和政治力量對比，保證

了國民黨內的改革派能夠控制台灣的

民主化進程。

韓國的工業化發展戰略在進口替

代和出口導向兩個階段都呈現了與台

灣不同的特徵。在進口替代階段，韓

國政府的主要措施是爭取最大限度的

外援，把國有企業和殖民政府留下的

大量資產，以政治裙帶的關係轉變成

私人資本，由此培養了第一批資產階

級，形成了政府與大資產階級關係的

淵源。韓國的工業化在1963到1965年

轉向了出口導向，選擇了幾乎與台灣

相反的發展戰略，並表現出三方面的

特徵：一、政府控制&金融體系，依

靠貸款分配刺激工業化的發展，而貸

款的投放對象主要是與政府關係密切

的大資產階級；二、政府通過借外債

而不是直接投資的方式吸收外資參與

工業化發展，借來的外債通過政府隨

意控制的方式進行分配，從而促進工

業增長；三、政府以集中發展重工業

和大企業的方式推進工業化發展，在

首爾和釜山兩大都市地區建立了韓國

的主要工業企業和企業集團；中小企

業的發展則受到限制bo。

韓國的工業化發展戰略在推動經

濟發展的成效方面儘管與台灣不相上

下，但在對民主化進程的影響上卻導

致了不同後果。首先，在韓國的工業

化戰略中，政府與大資產階級和大企

業結成聯盟，大財閥不僅是軍事威權

政府發展經濟的助力，還是其構建合

法性的主要工具；大企業也主要依賴

政府的支持實現發展。兩者在工業化

戰略中結成的這種聯盟關係，對韓國

的民主化進程產生了兩方面的後果：

一方面，在1980年代初，當全斗煥總

統企圖犧牲大企業的利益換取工人和

中產階級的支持，以緩解威權政府的

政治壓力時，遭到了大資產階級的反

對，韓國威權政府也由此喪失了啟動

民主化變革道路的有利時機bp；另一

方面，以犧牲農民和中小企業利益為

代價建構的政府—大企業聯盟，加速

韓國的工業化發展戰

略未能爭取到農民與

工人的支持，而且使

韓國的軍事威權統治

者在政治行動中受到

大資產階級的牽制，

這成為韓國的民主化

轉型最終以移轉模式

完成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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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其對立面的組織化和政治化，學

生、教會、反對黨和工人因為政府—

大企業聯盟這個共同的敵人，在民主

化進程中走到了一起，並進行了不妥

協的鬥爭bq。

其次，韓國忽視農業、強調重工

業和大企業的工業化發展戰略導致企

業在組織和空間上比較集中，農業部

門蕭條，無力吸收從城市返回的遷居

者，從而孕育了一個穩定的、政治上

獨立和強大的工人階級，以及一個充

滿怨恨與不滿的農民階級；他們激

進、不妥協的鬥爭精神使韓國的民主

化轉型失去了選擇變革模式的機會。

韓國的工業化發展戰略未能爭取到農

民與工人的支持，而且使韓國的軍事

威權統治者在政治行動中受到大資產

階級的牽制，這成為韓國的民主化轉

型最終以移轉模式完成的重要原因。

與台灣和韓國相比，菲律賓的工

業化發展戰略未能促進工業化的完全

實現，也未能推動經濟發展水平的迅

速提高。菲律賓最初的進口替代工業

化道路在1960年代走到極限時，未能

及時轉向出口導向階段，延誤了其工

業化進程。1970年代之後，馬科斯政

府開始轉向出口導向道路，並開始大

規模利用外國貸款在城市進行大型工

業項目建設和旅遊設施的重建與開

發（而不是直接吸收國外投資）br。然

而，不久之後，馬科斯政府就轉向了

貿易保護主義，並以政府的名義將

大企業國有化後交給自己的親朋好友

經營，開始致力於發展家族壟斷資本

主義bs。

如此的工業化戰略非但未能提高

菲律賓的工業化水平，而且導致了對

菲律賓民主化進程十分不利的政治力

量對比。首先，馬科斯的家族壟斷資

本主義戰略使菲律賓的工業企業主

要集中在大馬尼拉地區——此處集中

了全菲小型工業企業的31%、中型工

業企業的66%，以及大型工業企業的

57%bt；這就為菲律賓工人的組織化

鬥爭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其次，

馬科斯政府通過發放貸款推進大型項

目建設，利用馬科斯及其親朋好友控

制工業部門的發展方式，形成了威權

統治者與其所庇護的大地主、大資產

階級複雜的相互依賴關係，使威權政

府喪失了自主性和控制力、無力也不

願意進行民主政治改革；並且像韓國

一樣強化了其對立面的聯合，同時激

化了他們的鬥爭熱情。再者，馬科斯

政府的工業化戰略明顯忽視了農業和

農民的利益，致使農民成為以武力反

對獨裁統治的重要力量。因此，菲律

賓失敗的工業化戰略造就的強大、激

進的民主派與軟弱無力的威權統治者

成為其以置換模式完成民主化的重要

根源。

威權國家與地區的工業化戰略選

擇不僅直接關係到經濟發展的成敗，

而且塑造了資產階級、工人階級，甚

或是農民與威權統治者之間的政治關

係，導致了民主化進程中不同的政治

力量對比和政治立場選擇，最終影響

到各自的民主化道路。因而，東亞各

個國家和地區不同的民主化道路選擇

與其各自的工業化發展戰略具有重要

的內在關聯。

四　社會保障政策與東亞
民主化模式選擇

建構和完善社會保障政策是後發

展中國家重要的社會發展戰略，並影

健全完善、得到有效

執行的社會保障政策

會增加大眾對政府的

認同和支持力度，減

少反政府行為（特別是

暴力行為）的發生；

反之，社會大眾對政

治體系的不滿和反抗

行為必然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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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政策關涉到社會大眾的基本生存

權利和福祉，直接影響公眾的政治態

度和政治行為；健全完善、得到有效

執行的社會保障政策無疑會增加大眾

對政府的認同和支持力度，減少反政

府行為（特別是暴力行為）的發生；反

之，社會保障政策如果覆蓋面窄、不

完善且執行不力，公民的基本權利得

不到保障，社會大眾對政治體系的不

滿和反抗行為必然增加。因此，東亞

各個國家和地區民主化道路差異的背

後，肯定應該有社會保障政策不同的

根源。

台灣從1950年起就開始構建養老、

工傷、醫療等社會保險體系，到1979年

上述保險基本上覆蓋了所有私人企業

和公共部門的僱員ck。此外，它還在

1968年首次通過了失業救濟條例，成

為東亞較早關注失業問題的政府cl。

軍管法解除前夕，台灣又開始&手

解決農民的社會保障問題：1985年把

農民家庭的戶主納入了社會保障的

範圍，到1989年基本上覆蓋了所有的

農民。

台灣的社會保障政策還包括社會

救助體系，從1960年代開始逐步制訂

社會救助政策，到1980年基本形成了

完善的社會救助法案，對老人、殘疾

人士、窮人等社會弱勢群體實施全

面的救助，保障他們的基本權利cm。

1970年代之後，台灣還針對住房問

題，實施了一系列住房保障政策：一

是先後在1977和1982年兩次放鬆了對

住房貸款的限制；二是在1979年把住

房建設優先列入了蔣經國的十二點國

家發展計劃；三是為了解決窮人的住

房問題，政府從1989年開始每年建築

34,000套公共房屋，並向社會公眾租

售；四是通過向少數困難群體提供住

房補貼的方式解決他們的住房問題，

保證公眾能夠安居樂業cn。

總體上看，台灣在1986年開始實

施民主化改革前後，已經構建起了覆

蓋面廣、相對完善的社會保障政策網

絡，這對台灣的民主化道路產生了重

要影響。首先，完善的社會保障政策

網絡保障了公眾基本的生存權利，增

強了社會公眾對國民黨威權政府的認

同以及對其政策的支持，降低了民進

黨及其他反對派在民主化進程中通過

動員社會公眾以暴力鬥爭推翻國民黨

政府的可能性——台灣民主化進程中

沒有發生大規模暴力鬥爭的部分原因

正在於此。其次，國民黨政府依靠相

對完善的社會保障政策及其實施所贏

得的社會公眾的支持，加強了其對民

主化進程的控制，有利於以變革模式

逐步推進民主化的實現。

韓國從1964年開始制訂並實施包

括工業事故賠償保險計劃、國家醫療

保險計劃、國家養老金保險計劃和國

家僱員保險計劃在內的社會保障政

策。但是與台灣相比，韓國的社會保

險受益者一直局限在相對狹小的範圍

之內（主要是政府僱員、軍人、公共

事業部門和大企業的員工），農民、

漁民、中小企業的員工和自謀職業

人員等廣泛的社會大眾在1980年代末

之前都被排除在外co。在住房保障方

面，韓國公眾的住房問題更為嚴重，

住房緊張、住房與房租價格上漲甚至

引發了社會騷亂；但是，軍事政府在

民主化之前並沒有採取有效的住房保

障政策解決問題，直到1988年之後，

新政府才開始致力於解決社會公眾

經濟發展水平與台灣

相若的韓國完全有能

力像台灣那樣選擇實

施覆蓋面廣、相對完

善的社會保障政策，

遺憾的是它未做出相

似的政策選擇，這對

其民主化進程產生了

不同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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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關切的住房問題cp。在民主化之

前，韓國也從來沒有構建起失業救濟

體系。

經濟發展水平與台灣相若的韓國

完全有能力像台灣那樣選擇實施覆蓋

面廣、相對完善的社會保障政策，遺

憾的是它未能做出相似的政策選擇，

這對其民主化進程產生了不同的影

響。首先，基本權利沒有得到有效保

障的工人、農民和小商人為了爭取和

捍$自身的權利，在民主化進程中表

現得非常活躍，他們支持反對派的鬥

爭，甚至希望用暴力手段表達不滿，推

翻無法保障他們權益的軍事政府——

這是韓國民主化進程更加暴力的一個

重要原因。其次，軍事威權政府無法

爭取社會公眾的認同和信任，無力控

制民主化進程，只能以武力做籌碼與

反對派進行博弈，最後不得不做出妥

協、轉向民主政治。韓國軍事政府未

能利用社會保障政策爭取社會公眾的

政治支持，成為韓國以移轉模式完成

民主化的重要因素。

菲律賓的社會保障政策從美國

殖民統治時期就已經開始構建，主

幹是覆蓋政府官員的社會保險計劃

（Government Service Insurance System,

GSIS）和覆蓋私有部門僱員的社會保

障計劃（Social Security System, SSS），

內容限於養老、醫療和工傷等；然而，

其覆蓋面的擴展非常緩慢。以實施最

好的醫療保險為例，在民主化發生前

的1981年，在菲律賓全部將近5,000萬

人口中也只有大約2,000萬人獲得醫療

政策的保障，而且其中有約25%屬於

政府僱員，大部分私人部門僱員和農

民無法得到有效的醫療保障cq。而在

養老、住房保障方面，菲律賓政府一

直吝於投入，長期以來在東南亞各個

國家中處於較低水平。

繼土改、工業化戰略的失敗之

後，社會保障政策的缺失成為導致馬

科斯威權政府被推翻的第三個原因。

菲律賓的社會公眾既然從馬科斯政府

得不到任何權利保障，他們在推翻馬

科斯政府的民主化鬥爭中也就顯得更

加義無反顧；即便缺少反對派的組織

與領導，他們也總是自覺地走上街

頭，或者拿起武器希望推翻馬科斯政

府。由於只有親屬及其所恩庇的少數

親信的支持，馬科斯獨裁政府失去了

與反對派進行談判的任何籌碼，只能

接受被推翻的命運。馬科斯政府在社

會保障政策方面的錯誤，使它失去了

爭取社會公眾支持的最後機會。菲律

賓在上述發展戰略的影響下，只能選

擇置換模式完成民主化轉型。

五　結論

通過對三個東亞國家與地區發展

戰略與民主化道路關係的比較分析可

以發現，土地改革戰略、工業化戰略

與社會保障政策的差異即便不是導致

台灣、韓國、菲律賓民主化道路差異

的所有發展戰略，但絕對是最為重要

的發展戰略。平等的土地改革政策、

初期注重輕工業和小企業發展，以及

不依賴於大資產階級和對外借貸融資

的工業化戰略、注重構建完善的社會

保障政策的社會發展戰略，塑造了台

灣有利於變革道路的社會結構與政治

力量對比，是台灣以平穩的、精英主

導型的變革模式完成民主化轉型的根

本動因。相反的戰略選擇是菲律賓的

對於民主化的後來者

而言，要想通過變革

模式實現民主化轉

型，就必須注重其發

展戰略的選擇，在推

動社會經濟現代化的

同時，為其政治現代

化鋪墊良好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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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根源。

變革模式通常被認為能夠以最小

的代價和成本構建起民主政體，是民

主化的最佳途徑。對於民主化的後來

者而言，要想通過變革模式實現民主

化轉型，就必須注重其發展戰略的選

擇，在推動社會經濟現代化的同時，

為其政治現代化鋪墊良好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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